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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at doubt: great awakening. Little doubt: little awakening. No doubt: no awakening. -Zen mantra
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禪宗

緒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團體帶領者帶領需要創傷療癒的成員過程中遇到的矛盾與兩難並與文獻對話與批判式探討。全文共分為六節，第一節透裡透過網路表單搜集而來自第一線實務工作者的面對創傷團體心理治療工作的操作面的實際情形、困難、挑戰、疑惑、實務經驗談；第二、三、四節分別從個人、人際、團體層面回應三個矛盾處：遭逢創傷成員很多因應模式較為僵硬與敏感、改變較緩慢？遭逢創傷成員既期待又怕受傷害而不易信任人也難建立關係？遭逢創傷成員將可能團體影響團體進展節奏與團體氣氛？透過五年內的西方文獻與從網路表單蒐集到的內容進行對話，渴望增加台灣在地實務工作與既有研究之間進行對話、反思、重構，一方面回應現有團體治療中創傷主題下的進展與困難；另一方面，透過與「創傷」的矛盾及其雙面刃的困境共舞、拉大反思的疆界增加多元討論的空間；第五節彙整國內外的創傷與團體治療回顧文獻上值得留意的細節與實務經驗整理，反思其建議並思索以團體成員為中心觀點之可行性；第六節總結整理全文累積出來的實務建議。以下即分別說明之。


第一節 來自第一線的呼聲
聲音「遭逢創傷的成員其實離我們不遠」
回聲「然我們對創傷卻又不大暸解...」
創傷與心理治療堪稱當今的顯學，國內外眾多實務研究並具的學者均曾以此為主題加以論述（陳若璋，2014；洪素珍，1997；鄔佩麗，2008；林玉華；林杏足；陳增穎；鄭玉英；賴念華；姜兆眉；陳淑惠；林耀盛；許文耀），甚至美國、中國、台灣的年度心理治療盛會、線上課程、工作坊均以此為主題。而西文文獻更有多元研究方法來探討此議題，包含後設分析研究、實驗研究、相關研究以不同派典諸如心理動力—依附關係取向、認知行為取向、情緒調節自我成長取向、生理/身心整合/非語言取向、後現代—復原力、優勢觀點取向探討；在細節議題面也深入不同族群、宗教/靈性、性別、年齡、學生、軍人；不同時間觀點：過去-現在-未來；不同種類的創傷：天災人禍、家暴、性侵、軍事、重大意外、主觀發展創傷；專業人員的替代性創傷、耗竭；甚至從政策面、經濟面、教育面、健康計畫面加以實際論述討論。
然本研究擬從帶領者的主觀經驗出發，透過網路問卷研究者於2018年6月從匿名網路表單搜集來自不同背景的第一線實務工作者，年資從2年到18年不等，其中包含諮商心理師、臨床心理師、中學輔導教師、社工師、教牧與諮商輔導人員、在家暴協會與國民小學實習的諮商心理師共十二位填寫網路表單，其中的派別從心理動力、認知行為、人本經驗意義、系統家族、後現代解構、整合、心理劇皆有之，研究者發現到一件值得注意的現象，就是每一位實務工作者都未曾帶領過專以創傷療癒為主題的團體，但卻在一般成長團體中遇到帶有創傷療癒議題的團體成員，與ACEs的大規模調查遙相呼應，創傷其實離我們並不遠，多數人類生命中或多或少存有些逆境經驗。研究者將他們所述領導團體時，與創傷案主經歷到的艱難與挑戰之處及其困境以個人、人際、團體層次的主題整理如下：
個人層次：過度敏感警覺、不清楚自我、情緒調節困難、內在拉扯衝突、存有不被理解的擔憂、渴望宣洩、受害者成為加害人，長期僵硬認知、行為、情緒、生理模式...使得團體帶領者，與遭逢創傷成員合作時感到困難，因為他們很多的因應模式、思考方式、情緒辨識與調節能力，較為僵化與敏感、改變較緩慢？
人際層次：難以與人建立關係，有時親輕忽他人受苦感受而傷害到他人，也較難與人建立深刻了解接納同力的關係、害怕在關係中的投入、難以信任、比起其他成員需要更多時間才能投入、有時甚至再給予恰當人際互動時回絕了人際間一般性的社交邀請。.使得團體帶領者，與遭逢創傷成員合作時，因其既期待又怕受傷害的矛盾而不易信任人也難與其他成員建立關係？
團體層次：在團體中的成員會互相影響，而投入團體、成為團體中的一份子，找到歸屬感是困難的、「隱蔽」話題或「揭露」話題之間的矛盾性、個別目標與團體目標之間的權衡；遭逢創傷成員是不是團體中的老鼠屎影響團體進展節奏？另一方面又發現到創傷成員的分享卻頗具深度？
網路表單填寫者一致贊同營造支持接納溫納的環境、留意團體界限的重要、安全感、信任感、尊重自主速度與歷程進展的重要性，並透過包容及控制團體的情緒度及焦慮，適度掌控不同強度創傷故事的描述，讓團體成員在過程中能慢慢宣洩與釋放而不會被故事嚇到或再一次受傷也協助成員預備。
填寫表單的實務工作者提到過往受訓多來自工作坊，缺乏長期的系統性訓練，提到最欠缺的訓練為：「減少來自創傷的污名化；「情感上的逃避」是某些人重要且必要的自我防禦；避免過度詮釋」
其中最有爭議性（有人選最認同、有人選最不認同）的團體議題聚焦於：「避免詮釋；集中在意識層面的題材；要持續不間斷的進行評估；找機會確認並支持成員本身具有的復原力（resilience）的特質，例如：創意、聰明、靈性、人際優點、藝術、運動能力等等。」
全文將以回聲的方式，與實務工作者所填寫的表單加以對話。



第二節  創傷對於成員於個人層次的影響
聲音「遭逢創傷成員很多因應模式較為僵硬與敏感、改變較緩慢？」
回聲「害怕失望、困惑錯亂、本來就需要時間消化，等候慢慢成長，
有人願意等待嗎？」
         
由帶領者填寫團體成員的個人內容有其困難與複雜性，如下：「有些創傷者變為加害者，會否認其他成員的痛苦，有時可能較敏感可能只是因為一個討論或活動，就觸發他們想到過去的傷痛，而無法投入正在進行的活動，甚至，需要暫時離開團體做個別處理。成員的個人內部心理之間的拉扯，產生行為退縮，或情緒上突然的轉變，而創傷者經常不知道自己有傷」。甚至有一位實務工作者發現有些創傷當事人有人格障礙的症狀。
        似乎第一線的實務工作者觀察到遭逢創傷成員很多因應模式較為僵硬與敏感、且改變較緩慢？
Cook等人（2017）觀察發展性創傷的孩童與青少年提出複雜性創傷的概念補充到孩童時期
Van der Kolk (2017)從發展性創傷的角度重新給予一些顛覆性的想法，精神科醫師出身的他累積了實務經驗後與研究對話提醒並發現到通常是安全感較強且資源較豐沛的孩子才有「哭餓」的本錢，能有較豐富的詞彙辨識與口語表達能力，諸如：愛、恨、愉悅、噁心、生氣，且有較清楚的情緒臉孔辨識。然而對於生命中曾受創的當事人而言不安、敏感、易受觸發、令人感到難搞，是相當能理解的，然而這些表面症狀卻讓不少創傷當事人被誤診的比率相當高，由於與其他精神疾患的表面症狀有重疊之處，故也存在衡鑑、介入、診斷上的困難，故其建議到對於這些當事人而言，給予其安穩安定與控制抉擇力的環境，並不強迫語言對話，逐漸提升發展歷程中尚未學習到的整合感與掌控感才是當行方向。
Moreira等人（2018）從生理面發現到創傷經驗對於個人的影響，發現到與沒有經歷到童年創傷的人相比，童年虐待可能影響憂鬱症困擾者因細胞因子血清水平而引起的發炎失調情形更為嚴重，其中此因子的失調與身體虐待與情感虐待皆呈現顯著中度正相關。
Stige, Binder 與 Veseth (2017)針對13位創傷當事人進行了半結構訪談，以詮釋現象學方法分析整理發現到，對於參與團體的成員而言從諮商團體得到的幫助在於重獲兩部分的資源，一部分為原先即具備的內在資源與特質，包含生命經驗重整與內在復原力的發現；另一部分的治療幫助在於利用治療而善用更多個人資源：包含新經驗、新觀念、新體會、新嘗試，此關鍵在於將他們的治療方法用於日常生活的環境中。這個研究發現與Meichenbaum (2014, 2017)提出以增進逆境智商為中心的創傷治療不謀而合，其提出創傷的概念化即為尚未學習各方面的復原力，故其從生理面、人際面、情緒面、思考面、行為面、靈性面設計治療方案，以增進當事人重新來過的機會為目標。
Sword, Sword, Brunskill 與 Zimbardo (2014)提出創傷者的時間觀觀概念，指出創傷者的時間觀往往較對過往哀嘆受害、對當下失控無助、對未來 逃避退縮，故此，也許獨尊Here and Now的團體治療觀點對創傷成員是存在危險性的，而假定當事人一定要積極喜愛過去、把握享受當下、高度未來目標導向也許離曾有創傷遭遇的成員相當遙遠。
Herman  (2015)提出的屹立不搖超過二十年的創傷復原三階段，分別為：建立安全機制、回顧與哀悼、重新聯繫關係。此模式與傳統的團體治療的介入方式相反，團體的諮商與心理治療習慣先團體再個人。然而Herman以創傷當事人發展出來的卻是先全方位恢復個人的安全感與信任感，包含恢復主導權、穩定病況、給予心理教育、教導壓力管理方法、建立倖存者的安全機制；再進一步於第二階段中重建創傷故事，讓當事人有個轉變創傷記憶的機會與哀傷的歷程，得以為了創傷所導致的損失而哀傷，並讓倖存者相信自己具能能力與資源復原，並重新承擔起復原的責任，重組自己的歷史，並感受到投入生命的希望、精力。最後才進入人際與團體階段，重新與他人產生連結並從創傷經驗中找尋個人意義。此模式與國內實務性的團體文獻提到的恢復歷程、心路歷程轉折相呼應，同樣要在安全信任的關係中敘述創傷經驗，以此檢視創傷帶來的影響並真實面對、找到意義，並能進一步處理與面對情緒與感受、調整人際關係模式、認知重整，化解受創事件帶來的身體及行為的不適應反應、建設性的表達出憤怒情緒、發展控制感，漸漸放下受害者的角色，控制自我破壞與自傷的行為、整合對自己身體意象的感受、增加自尊與自信、建立社會支持網絡，和外界恢復溝通聯繫。（王韋琇、謝麗紅，2016；洪素珍，1996；洪素珍、王玥好，2004；孫幸慈，2005；陳若璋，2014，2016；陳亭君、林耀盛、許文耀，2010；黃冠豪，2016）

總上所述，讓我不得不思索，是否團體帶領者因為缺乏對於創傷案主的理解，而以傳統的框架侷限住創傷案主的成長軌跡，忽視其內在豐厚的復原力，也因為他們與傳統期望的「健康」不合，一方面確實他們的成長或恢復軌跡需要團體帶領者投注更多心力，然而另一面向，其內在豐厚的復原力與資源亦不容忽視。
縱使多數研究與第一線的觀察都指出創傷對個人層次的影響深遠—使得創傷經驗對當事人認知、行為、情緒、生理皆有深遠影響而非一下子得以立即產生外在巨大改變。然本節針對研究發現，而提出實務建議，若能有效協助成員舒緩不必要的羞恥感、澄清來自生命經驗中的不公平對待後增進當事人對於自我的主控權、增進自我的後設覺察、時間觀層次不僅侷限於此時此刻，也能留意時間觀的整合：協助當事人轉化過去時間觀、提升享受的現在時間觀、以目標導向未來的時間觀；並以復原力觀點看待成員個人成長，將有助於團體中個人層次的突破。

第三節  創傷對於成員於人際層次的影響
聲音「遭逢創傷成員既期待又怕受傷害而不易信任人也難建立關係？」
回聲「團體或許是一個新經驗，給與成員體會另一種純然新鮮的關係？觀察到團體而來的示範、體會？」

研究參與者最有共識的層面就是人際層面。實務工作者一致提到：協助人際退縮的創傷成員重新與人接觸、嘗試建立的關係是有困難的，有時成員會容易誤解其他成員的口語及非口語行為、有時創傷成員的慣性因應方式不被其他成員所理解、或者成員本身對自身的人際應對感到生氣、自責、懊惱，故此帶領者要建立團體內部的彼此人際支持、帶領人際支持的反思覺察有時較為困難。
難道曾經受傷的成員就一定是為了保護自己而囚禁自己即產生僵局嗎？難道他們因為錯亂的經驗而無法獲得人際間矯正性的情緒支持嗎？曾遭摧毀的關係使得成員於人際間較難信任與跨出冒險的行為，但必定等於疑神疑鬼的關係、逃避退縮、過度敏感嗎？我第一個反思就是：這些人際互動的標準究竟是由誰而定？以何種互動模式為基準呢？
McNulty, Gottman 與 Gottman (2017)累積近40年的伴侶互動觀察研究發現到，遭遇重大創傷的伴侶會出現一些層面的困難，影響伴侶關係的經營，包含以下七面相：（一）與在瞭解別人、被別人了解上有困難且缺乏興趣；（二）表達欣賞、建立連結、感激對方上遇到困難，也難與人同喜同悲；（三）回應別人感受上有困難—易將別人的擔憂視為雞毛蒜皮、膚淺、無關緊要；（四）下意識慣性回絕對方，少有正面回應人際間的邀約；（五）慣性負向詮釋對方的意圖；（六）衝突管理能力弱且欠缺有效人際溝通技巧缺乏（雙贏妥協各退一步、處理僵局、談開來、自我安撫、踩煞車）；（七）較不習慣與人建立固定的人際儀式（擔憂儀式會遭受摧毀）。他們發現到若能增加伴侶之間壓力當下彼此安撫的經驗與互相了解生命經驗的空間極為重要且具有改善關係品質的功能，我想從中也能給團體帶領者一些啟示，帶領者若能於團體帶領時降低人際疏離焦慮感、正常化成員的人際懼怕與顧忌、給予成員安全空間並給予示範如何從被動消極到相信自己有人際影響力且能被回應、進而激發成員互相支持，針對其他成員的分享給予回應、漸漸練習到健康的人際關係。
若從Sue, Rasheed, 與 Rasheed (2015)多元文化的觀點來思考帶領者帶領困境的現象，也許多一種聲音來還給創傷成員一個公道，減少創傷當事人不必要的羞愧、怨嘆、憤怒，以及團體帶領者的使不上力的無奈負擔。西方的心理治療文化時常期許我們成為內控（locus of control）、內負責（locus of responsibility）的「健康者」則是個人命運操之在己，一切的生活經驗都是為自己的選擇負責，若是過得不如意，即代表自己的選擇不夠好、不夠負責任，然而實際真的如此嗎？Sue等人以三階段來呈現受創者的心境狀態的挪動，分別為階段一：受害者位置的外控且外負責，自認為社會制度下的受害者，自我責怪的邊緣人，其為權力被忽視、遭侵奪的無力客體、被壓制(power over)；階段二：透過助人者以多元文化視角加以賦權與使能，受害者從創傷經驗中找尋到力量，使得其中的認知被重整，縱然對環境深感無力，但覺醒到傷害的造成不該由個人單獨負責，漸漸經歷到互相合作、信任、權力共享的工作關係，公平對等(power with)，進入外控、外負責階段；最後一階段則稱為生還者，以歷劫歸來的姿態積極參與的權力主體，內力滋生（power from within），一方面相信自己有能力形塑生命，另一方面仍能洞察歧視、偏見、剝削，站在內控、外負責的位置。
若持此一立場，可能會盡量避免在成員尚未準備好之前就對於受創案主的人際行為進行詮釋，因為站在多元文化的觀點，我們憑什麼對受害者進行二度傷害？二度剝削？另一方面 可能在獨尊人際目標的前提下忽視當事人的生命經驗，使其參加團體的個人目標被失焦，讓成員在未準備好的情況下就被責備，甚至誤以為自己需要為了自己的受創經驗而負責。另一方面，減少不必要的人際動力詮釋，還能保持團體動力、人際安全感與凝聚力、適時協助創傷者自我調節、避免成員受到過大刺激、並在社會文化結構下理解從經受創的處境、釐清責任歸屬、落實團體中的賦能充權（empowerment）工作。
另外，團體中的協同帶領者的得以示範人際間互相支持、平等、合作的分工模式，並且展現給成員看，帶領者享有權力卻不必然霸權暴力、剝削、宰制，權力得以善性分享，並示範界線溝通、人際間的差異尊重，同時也針對創傷案主的失控感議題展現出人可以不用「全能」或是「受宰制」的雙極端，而能互相支持。而引領導者立場思考，協同帶領者的存在能協助處理人際間的投射、避免替代性創傷與耗竭、增加彼此回饋機會，也藉此示範給成員看向外找尋資源與連結的重要性。

第四節  創傷對於成員於團體層次的影響
聲音「遭逢創傷成員是不是影響到團體進展節奏？」
回聲「貢獻一己之力，成為當中的一份子？」
這個層次的領導者表單呈現出兩股真實而拉扯的一音，一個端點的聲音來自於帶領上的困難：需要量身打造有時候容易成為害群之馬與頭痛份子？在團體的轉換期中顯得格外困難。
      「成員之創傷議題的揭露的承接與準備度不一，就算創傷成員願意吐露個人的創傷，但不見得其他人已經準備好要聽；縱然帶領者歡迎每一個成員真誠的揭露自己，但更必須在最適當的時機適時的終止成員無止盡的深入；創傷個案在初期較易處於觀望團體的狀態；個人創傷議題不見得與團體目標一致，而且更必須避免在團體中做個別的狀況。須小心團體動力，避免傷害創傷案主」
然而帶領者同時也提出另一面向上的觀察，變為若能藉助團體之力，也許借力使力不費力的雙贏局面，一方面創傷成員增加其他人的視野「創傷成員也許增加團體討論的深度與生命厚度」，另一方面創傷成員也因著團體的療癒因素而恢復較迅速「若創傷議題與人際有關之個案，與相似的個案相處能創造普同感；若能與一班友善的成員相處是不斷人際突破的歷程，在成員預備好的情況下循序漸進，成長速度會很快」

創傷團體治療乃因應時代的需要而產生，1970年代越戰後，軍人閒聊團體（rap groups）光透過穩定的支持團體的存在本身就已經能帶來強大的紓解力緩解愧疚感與社會孤立感，團體給同儕關係提供了一個暢所欲言平台，在那之中，曾經遭遇創痛的當事人在較為安穩且結構化的環境中，感受到被接納、有歸屬感、尋得一分安穩與安定。這也是1970年代的支持性團體所提供最大的功能。（吳秀碧，2017）
「留意到成員會說「不知道、不要、不是欸、沒有吧、有嗎？沒有吧？不是吧」有時懼怕怕成為眾人焦點、有時會擺臭臉、跟人鬧翻、突然不理會、離開離開、保持距離，當團體的害群之馬、輪到其發言時，沈默後，「我不想再去談那件事，別談以前的事情了」...事後心中感到煩躁、不安、委屈」
由於團體中成員之間團體的存在也能提供機會貢獻一己之力，且希望感、憂鬱症狀均會交互影響、互相預測、互相感染，甚至連彼此的恢復狀況、出勤狀況也會跟團體其他成員之間有所連結、且與該次的團體氣氛有所連結， 如果我變好了，你會跟著也變好嗎？、我的出席也會影響到你的出席嗎？互相預測，若能給成員讓成員感受到一份價值感，我的存在對於其他人而言是有貢獻的，因而生出自然而健康的自豪感與自我肯定，尤其是對自身的存在與出席，這對曾經遭逢創傷的當事人更顯得重要，因為創傷經驗對人的一大影響便是：「我是不好的」、「我的存在可有可無」、「我厭惡我自己活著」、「生命是殘破不堪的」...而人們在團體中會發現到自己身處在團體中能給予彼此的東西非常多。
「當你變好時，我也會跟著一起變好」，當團體成員接受到其他人的慈愛對待時，也會逐漸發展出對自我的慈愛心。(Kivlighan Jr, & Paquin, 2014; Kivlighan III, Paquin, Hsu, & Wang, 2016; Lo Coco, Gullo, Di Fratello, Giordano, & Kivlighan Jr,  2016; Paquin, Kivlighan III, & Drogosz, 2013)。陳若璋（2014）在暴力受害者專案中將團體定義為「通往新社群的橋樑」能幫助倖存者與曾經令他們嫉妒疏離的社會重新有連結在一起的機會，正呈現出若能過處共榮的美好光景。
       Mendelsohn等人於2011年出版的創傷團體療癒恢復手冊指引中，以Herman三階段復原模式為架構，考量到成員的恢復階段，而提醒帶領者在團體領導上要時時評估與調整，針對階段一的成員，團體帶領者以建立安全感為主要目標，故以增加當事人自我照顧、穩定為原則，並考量到成員對衝突忍受度仍然較低，而不過度詮釋，反倒給予較多心理教育與團體界線上的彈性，也許如此就能回應團體與到轉換期的困難而創傷成員成了阻礙團體進程的絆腳石、或是成員需得到照顧與安撫的階段；然而若成員恢復至第二階段，則團體需要有完整的空間好好見證其訴說以進行創傷修復，此時領導者的主動與清晰的目標掌握便顯得重要；然而若成員已經進入第三階段，此時團體給予其穩固而自由的空間、讓他分享深刻的意義與洞察、支持其向外成長與連結資源。

第五節  創傷對於成員於帶領者層次的影響
聲音：「有沒有什麼招式、門派，可以讓帶領者打遍天下無敵手？」
回聲：「穩固的治療關係、固定的回饋習慣、帶領團體事後的檢討、訂正、反省更重要？」
這次在閱讀團體帶領者們的自我覺察與反思，看見第一線實務工作者對於工作的後設反思相當豐富與完整，當提到帶領者自招募階段起至團體結束時，自身權衡取捨與分辨恢復階段的重要性、覺察自身、敏銳而完整評估成員與團體狀態的重要性、清楚目標、善用資源與適時轉介：「在招募成員時需有能力辨識與評估成員個人狀態，太過於異質性之成員避免邀請進入團體且轉介至其他資源；若已經在團體中成員分享個人創傷經驗，帶領者需主動承接並將個人議題回到團體討論；帶領者需要有專業訓練與敏銳度，若領自身能力不足無法掌握、反移情、需照顧創傷揭露者個人狀態...等而無法顧及團體時，偕同帶領者需即刻協助團體的運行。」

治療關係影響力大！Feedback-informed treatment—可否為了成員量身打造
影響治療成效的因素—條條大路通羅馬？人對了什麼都對，條條大路通羅馬，當事人要素、治療師要素、治療關係、詢問回饋與否、治療師個人對於治療的信念是否堅定樂觀、治療師的改變理論是否清晰、灌注希望感
心理治療有其歷史，然而是否有隨著時代改變而正在進步呢？心理治療師的治療效果和性別、年齡、學位高低、某領域專長、學派取向、年資、有無根據某一治療指南、有無繼續教育訓練、有無某學派認可、治療取向是否被認可為EBP均無相關，然而卻與當事人的偏好、治療手法與介入策略、當事人主觀經驗到的治療關係、意義目標目的的一致(Goldberg et al., 2016)
心理專業人員需要敏銳於唯我獨尊治療霸權傾向，因為治療師若是沒有搜集當事人回饋，可能忽視自己有多麽自我感覺良好，且提供出的心理服務並不符合當事人的期待，甚至高估治療效果而毫不自知，故此治療師自身的自我反省、自我訂正能力變為重要，不僅影響自身專業誠信，也影響案主的治療成效(Chow et al., 2015)
回顧瀏覽截至2018年的創傷心理治療團體的後設回顧分析，研究間穩定地發現到心理動力與認知行為兩大派別的團體皆為實徵上有效，只不過影響層面並不相同。前者為期至少一年，以增加洞察、理解、對當前的生活賦予意義為目標，協助當事人重建自我與他人的表徵，團體過程中協助成員整理對自己、對他人的看法；小心地重述創傷；整理細膩的想法並處理內在暗潮洶湧的焦慮、失控、羞恥、痛苦、罪咎感，期許漸漸走過風雨而邁入平靜。後者通常為期六到十五週，以恢復生活品質為目標，於團體中透過促進自我控制、改善症狀、暴露不反應、認知重建、行為因應技巧與能力的提升、創傷復發的預防來減低創傷相關的症狀、增加對它的控制力。若是為了症狀尋求成員的緩解則以短期、目標導向、聚焦現實層面、任務清晰的認知行為團體較為有效；若是為了提升人際信任，長期的、關係導向、聚焦在創傷與療癒、覺察情緒想法的心理動力團體較為有效。(Brunet et al., 2018; DeViva,  Bassett, Santoro, & Fenton, 2017; Levi et al., 2017; Schwartze, Barkowski, Strauss, Knaevelsrud, & Rosendahl, 2017)
後設研究分析從1980到2015年的創傷團體心理治療成效發現到團體是靠治療關係來工作(Ellis, Simiola, Brown, Courtois, & Cook, 2018)，既然如此，團體治療「師」的人，遠比團體治療本身更顯得重要，故此，治療師如何善用自身的特質，並對自身特質有所覺察、時常反思團體當下的反移情、以合適的方式搜集當事人的回饋，更顯為重要。Owen, Miller, Seidel 與 Chow (2016)發現到若要預估改變與成效，持續追蹤治療關係的進展與改變趨勢，並以此來進行預測評估最為有效，而非當事人的整理平均總分、亦非當事某單一一次的分數。
團體對於創傷影響的第一線實務臨床研究向來較受到忽略，也許是因為經營團體並不簡單，而研究團體更是不容易，特別當成員每個人的生命脈絡各有不同，對於創傷的反應又是細微而存有個別差異，使得創傷的團體研究難上加難，若再乘以團體中的人數、個人當前的問題、團體內人際層面、團體動力的歷程層面、帶領者個人的影響，光想就知道有多複雜了，不過目前已經存有足夠的結果能夠支持或呼應，許多不同種類的團體似乎對於治療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有療效
創傷治療師自己也有其生命成長階段，若能留意與突破，也許就能一步步成長、發展、茁壯(Lonergan, O'halloran, & Crane, 2004)
第六節  帶領創傷成員的實務建議
        綜觀全文，可以看見創傷主題與團體諮商與心理治療的進展及本文對團體帶領者有相當多的期待，期待團體帶領者擔任拯救者：看見大體制剝削不公激進行動捍衛者、撫平生命創痛的治療者、觀察獨立清明思辨的貓、熱心主動服務照顧而安撫人心的狗、協助案主重新拼湊與整合自我的醫治者、有豐沛的同理心的諮商者、給予實際生活行為調適面教練、受創經驗訴說的見證者、宛若父母一般給予矯正性情感經驗的客體、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一步一步邁向科學家、對創傷恢復歷程經驗豐富的導遊、提供服務給消費者的業者...然而這些期待都是團體治療最得天獨厚的優勢，能者多勞的團體諮商，可以兼顧個人內在、人際互動、團體動力；內容事件面與歷程轉折面，願全文的一些思索與討論，宛若一陣陣回聲，拉開實務思考的疆界，本文並不希望討論僅止於此，討論才正要開始，於您腦海中、心中、實務工作中、團體成員的轉化中、帶領團體後的反思檢討中...。 
        資本主義以消費者為中心，而團體諮商與心理治療以誰為中心？本文透過聲音與響應，盼望能有更多實務工作者理解這些成員們曾經經歷創傷，他們的生命經驗實在遠超過同年齡人所能負荷，因而同理建立信任關係對他們不容易，然夠好的關係對他很重要，而願意在團體中給予其機會與等候；也許他們的個人改變會來得比較慢；也許同時也需要教導一些技能與示範（認知層面主觀/客觀、光譜思考；情緒辨識與調解；行為-優先次序、人際溝通、情緒表達）；也許很深的羞恥來自大系統長期的不平衡；而他們甚至需要系統的支持與發聲倡議。        
綜合本篇的具體建議：
（一）個人面：針對創傷成員完整評估包含事前的準備與成員篩選與評估（ACEs量表/復原力量表）；當聚焦在創傷事件上評估案主的準備度並以Herman（2015）提出的復原三階段為成員量身評估其合適的方法再以團體介入工作之；並盡可能於事先給予完整的知會同意；思考成員時，盡可能包含全人—不忽視認知/行為/情緒/生理任何方面；尊重創傷表達的多元樣貌；留意復原力與韌性；覺察帶領者帶領團體的時間觀對創傷者的時間觀不利。
（二）人際面：對權力與剝削要敏感，協助成員留意到外在的權力架構，留意掌控與失控—注意時間公平性；持續的支持性的歷程—互相支持、人際安穩；留意團體間的人際衝突、高壓下協助成員自我調適與安撫；穩定的評估其復原階段以免尚未準備好的成員被趕鴨子上架；留意處理團體歷程中的內容：生氣、厭惡、嫉妒、競爭...不一定要詮釋，但可以針對成員投入團體的程度與互動狀況提出觀察性評論；在協同領導者間給予全力的示範。
（三）團體面：留意時間結構上掌握性、以目標導向上的團體歷程，賦能案主為自己主宰、朝自己的目標邁進；區分團體內目標/團體外目標；給予成員們討論主要議題的空間、示範權力位階平等的互動分享、肯定每個人獨特的聲音與生命經驗、肯定其細膩分享對於團體討論內容有貢獻帶來其他人的成長。
（四）帶領者層面：對於每次的架構與安排提供，安全穩定感；解釋與說明清楚所使用的治療介入策略；若是可能將治療改變的進展與計畫呈現出來，並考量對成員的適配性；反省團體中的治療關係，是否讓成員覺得被理解、被尊重、被接納；採取適當的行動當成員對自己或別人可能有脆弱或危險時；持續訓練與受督導；透過簡單的問卷詢問並調查團體成員回饋以利追蹤與評估成員參加團體的趨勢與互相影響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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